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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是否助力“抢人大战”?
———城市移动政务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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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政府大力引入移动政务服务是否助力“抢人大战”,是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阶段值得研究的议题。

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与人口迁移理论,匹配支付宝“城市服务”多源移动政务数据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

查数据,目的在于检验城市移动政务发展水平对增强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 结果发现:移动政务发展

水平越高,该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越强;控制个体特征、家庭随迁、地域流动等影响后,移动政务发展水平对流

动人口定居意愿的促进作用仍然稳健;调节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发现,年龄较大、已经购房、跨省流动、收入水平较

高、教育水平较高的流动人口更容易感受到移动政务服务的便民性,从而提升定居意愿。 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有

利于增进对移动政务对人口迁移作用机制的理解,在实践上有利于为政府或政策制定者通过智能技术进一步优

化公共服务结构提供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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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ity’s “Scramble for People”
by Means of Smart Technologies?

———Does Mobile Government Enhance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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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the introduction of mobile government services by local governments contributes to the “scramble for

people” is a topic worthy of study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ese cities. Based on the new public

service theory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theory, this paper matches the multi-source mobile government data based on

alipay’s “urban service” at the city level with the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data of China’ 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order to test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 mobile government on enhancing the willingness of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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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ating population to settle dow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urban mobile government development,

the stronger the willingness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to settle down. After controlling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family migration and regional mobility, the effect of mobile government development level on floating

population’s willingness to settle down is still stable.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model show that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ith older age, house purchase, inter-provincial mobility, higher income level and higher education

level a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the convenience of mobile government services. In theory, this paper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public service on population migration behavior, and in

practice, it is beneficial to provide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or policy makers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public service through intelligent technology.

Key words:intelligent technology; public service; urban governance; social change

　 　 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体现,并对区域经济社会结构调整起到关键作用。
2021 年公布的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
前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90199 万人,与 2010 年相

比,城镇人口增加 23642 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

14. 21% 。 市辖区内流动人口为 37582 万人,其中

跨省流动人口为 12484 万人。 与 2010 年相比,流
动人口增长 69. 73% 。 以上数据表明,农村人口定

居城市的趋势依然强劲,但是市民化步伐有待提

升。 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口基数在近 10 年间增速迅

猛,成为地方政府“抢人大战”争夺的主要劳动力

来源。 正如赵燕菁(2017) [1] 所论断:2. 0 阶段的

城市,企业被迫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迁移,能否

留住劳动力,将决定 2. 0 阶段城市竞争的成败。 研

究发现,流入地公共服务对劳动力定居意愿的影

响关系到“市民化”政策对劳动要素配置的引导效

果[2]。 那么,如何在当今智能社会时代利用智能

技术手段创新公共服务方式来提升流动人口的定

居意愿、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成为地方政府

公共政策制定关注的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移动政

务服务在中国城市的广泛采纳正在对个体行为选

择、政府组织变革、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城市移动政务服务正在吸引流动人口 “用脚投

票”。 那么,移动政务服务是否提升了人的城市

化? 这需要实证检验。 本文从新公共服务学以及

人口流动学视角来探讨,作为一种创新的地方政

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移动政务服务如何影响流

动人口的定居意愿。 我们具体探讨城市移动政务

提供水平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在当地的定居意愿。

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定居意愿是一种预期,不
一定反映真实的定居行为,但是个体的行为(社
会、政治参与和住房决策等)会受到自身对未来定

居意愿的影响[3 - 4]。 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移动政务是政府部门为以移动智能终端(如智能

手机、掌上电脑)为媒介的用户提供的在线信息和

服务。 它代表了数字政府的未来发展方向[5],是
政府更好提供公共服务的手段[6]。

本文测度了基于颠覆性技术的公共服务效率

提升(移动政务发展水平)在增强流动人口定居意

愿中的价值。 使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简称“卫计委”)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

据、支付宝“城市服务”的多源数据,以及相关统计

资料和数据报告,本文实证分析了城市移动政务

发展水平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机制。 接下

来,首先,在文献回顾基础上进行理论讨论,提出

本文的研究假设。 其次,介绍本文使用的数据来

源、变量设计、模型设定等研究设计。 再次,报告

核心的实证研究发现与稳健性检验。 最后,总结

研究、揭示理论贡献与政策启示,并对研究结果进

行讨论。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一)文献综述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
属于人口迁移理论的研究范畴。 早在 19 世纪末,
人口迁移议题就受到学界重视,比较有代表性的

学术作品为 1885 年英国学者 Ravenstein 发表的《人
口迁移之规律》一文[7]。 就此议题,Bague(1959) [8]

提出了最早版本的“推拉理论”,后来诸多学者进行

了修正,学界一般采纳 Lee(1966) [9]的定义:人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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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流出地的推拉力、流入地的推拉力,两地之间

障碍以及基于个体特征的价值判断这几大要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 之后的文献浩如烟海,主要从以

下 3 个视角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

了分析。
首先,个体与家庭特征视角。 既有研究发现,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受到农民工自身及家庭特征因

素的影响。 当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实现农村人向

城市人的转化,要经历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

的适应过程[10 - 12],概括为“隔离—选择融入—融

合”的过程[13]。 从心理上适应城市的社会文化是

决定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关键一步[14]。 除此以外,
流动人口具有多元化特点[15 - 16],较高教育水平、
人力资本、职业收入的群体,以及举家迁移、子女

随迁的群体一般表现出更高的在迁入地的定居意

愿[14,17 - 19]。 当然,较大的家庭户,家庭中有老年人

与子女,也会增加迁移成本,制约家庭化迁居的进

程[20 - 21]。 总之,流动人口综合自己能力与观察的

信息来判断来源地到迁入地之间的迁移障碍,以
此作出迁移预期或决定。

其次,迁入地社会经济制度特征视角。 迁入

地的经济社会政策是移民做出定居决策的重要影

响因素[10]。 一是提高收入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是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决策中的重要因素,所以,
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等经

济较发达地区往往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吸引中

心[22 - 23] 。 二是除了经济因素外,流动人口会关

注工作城市的子女教育、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

等,比如,子女入学的便利性、医疗卫生福利、政
府回应度、居住地的安全性与空间融合效应

等[24 - 25] 。 三是迁入地的制度偏好也是影响流动

人口定居意愿的原因,比如,从制度上设置的落户

门槛即是一种制度障碍[17,22,26]。 国际文献也显

示,跨国迁入地严格的边境管控、限制性的人口流

动政策影响了流动人口的留居时间[11,27]。 综合来

讲,迁入地不仅可以为流动人口提供满意的就业

岗位与就业环境,还可以从制度上试图打破来

源地与迁入地中间的障碍,以促使流动人口作

出理性的价值判断。

最后,来源地经济社会特征视角。 人口迁移

理论中的推拉理论认为,不仅迁入地具有推拉

力,来源地同样具有推拉力。 这两地之间在社会

经济条件优越性和稳定性方面的差距形成了中

间障碍[9] ,在克服这两股力量同时拥有的推拉力

的张力下发生了人口迁移[28]。 城乡收入差距越

大、空间维度的“城镇亲近度越高”、恋乡恋土情结

越低等越可能促使他们做出定居城市的价值判

断[14,29]。 国际文献显示,跨国移民中,流入地更贫

穷或者更富裕都影响移民在目的地居住更长时间

的意愿[30 - 31]。 总之,从中西方相关文献来看,来
自来源地的推拉力也从各方面影响着流动人口作

出定居城市的判断。
从以上文献来看,个体人口学特征以及迁入

地、来源地社会经济制度特征是既有研究分析流

动人口定居意愿的 3 个切入口,这为认识城市流动

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奠定了基础。 但是,既
有研究缺乏城市发展战略转型的背景变量,如政

府引入颠覆性技术等冲击变量产生的公共服务创

新等,移动政务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因此,值得

从这一空白视角来拓展这方面的研究,以深化对

新时期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解。
那么,移动政务这类智能型公共服务是否对流动

人口迁移发挥作用,并且是否会因个体特征、家庭

因素、地域因素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目前缺乏可

靠的实证证据。 与此同时,在移动政务发展水平

的文献中,对于流动人口如何感知到政府的智能

型公共服务的便民性也没有进行讨论。 所以,本
文开展移动政务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作用的分析

以及对城市移动政务作用的异质性分析,将为理

解流动人口在现实中如何感知智能型公共服务提

供了新的视角。
(二)理论假设

“用脚投票”理论一般用来检验劳动力是否愿

意为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流动。 的确,现有研究

发现,政府公共服务在数量或质量上的提升或改

善会吸引定居性人口流入[32 - 33]。 因为移动政务

基于人工智能算法平台,可以时时跟踪用户需求,
并建立大数据平台,可以提前预测并提供更加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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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公共服务项目。 它在重塑政府业务流程与服

务模式的同时,给用户带来更好的公共服务体

验[6]。 并且,它还发挥提高政府回应能力、提升政

府治理效率、促进政府社会协同共治的作用[34]。
同时,它也是电子政务领域的一种创新服务模式,
特别是政府部门与企业第三方平台合作提供移动

政务,是 “互联网 + 政务服务” 的重要方式之

一[35]。 具体而言,移动政务应用为政府提供公共

服务带来至少 3 种变革:公共服务“零距离”传递、
公共服务“碎片化” 时间获取、公共服务主动供

给[34]。 除此以外,移动政务(电子政务的升级版)
作为一种技术解决方案,通过促进公民和政府之

间更高水平的沟通和公共信息流动,提高公民参

与、政府问责制和透明度[36]。 由于政府的治理效

率提升会带来正的本地福利改善,则居民会更多

选择流入此辖区[37]。 尤其重要的是,数字接口

(移动政务的典型特征)有望降低心理进入壁垒

(特别是在公共服务类型因潜在的污名化而带来

心理成本时) [38]。
以上分析表明,城市移动政务属于创新的公

共服务。 一方面,从“用脚投票”理论来推断,它对

流动人口的迁入地定居选择有促进作用。 另一方

面,在实践中,它有利于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与

效率,有利于地方政府为居民办事提供实时便捷

的解决方案。 因此,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采纳移

动政务服务方式。 从具体的传导机制来讲,一个

城市的移动政务服务可以让流动人口感受到政府

的民生导向,并以政务服务创新这个重要的信息

源使流动人口容易感知到在流入地生活的便捷性

与舒适性,从而形成在这座城市发展的各方面的

良好预期。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移动政务

发展水平更好的城市,流动人口更有可能获得便

捷、低成本的公共服务,从而获得更高的幸福感和

归属感,产生更强的定居意愿。 基于此,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 1:城市移动政务发展可以提升流动人口

在当地的定居意愿。
既有研究发现,对于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的

感知与反应,流动人口年龄的异质性具有调节作

用。 王桂新等(2010) [39] 通过对上海地区农民工

的调查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希望成为上海

市民的比例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烈。 年长的流

动人口一般来讲进城时间更长,换工作次数更多,
对城市社会的理解力、适应性、融入性更强,社会

资本积累也越多,因而他们的就业机会与收入也

更高,定居迁移的可能性就越大[14]。 另外,一般来

讲,年龄相对年长的群体更有可能是小工商业者

或者携家带口来到城市打工者,他们需要去政府

办理的事项相对更多,更有可能遇到不规范的办

事程序。 而信息技术的普及和移动政务的引入,
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腐败,提升政府办事的透明

度[40],所以相对年长的这类群体更能体会到移动

政务服务的价值。 再者,年长的流动人口群体曾

经流入的城市相对较多,存在对各个城市公共服

务比较的心理。 他们面对更加便民的创新型公共

服务,更有可能产生由衷的归属感与市民待遇感。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城市移动政务发展水平对定居意愿的

促进作用在相对年长的流动人口群体中更强。
既有文献显示,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对公共

服务的感知与反应具有调节作用。 教育程度越高

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形成城市定居意愿[39, 41]。 黄乾

(2008) [42]对国内 5 个大城市的调查研究发现,农
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强。
汪润泉(2016) [43] 对全国 7 个大城市的调查研究

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更愿意在城市定居。
除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在流入地定居的意愿更

强之外,较高的公共服务提供水平能够增强教育

水平高的劳动力群体在流入城市的定居意愿[2]。
移动政务服务的用户需求来自民众可用的渠道、
知识、能力与学习机会[44 - 45],受教育水平越高的

群体接纳新生事物的倾向越强,也越能通过移动

政务体会到城市公共服务的可达性。 因此,提出

以下假设:
假设 3:城市移动政务发展水平对定居意愿的

促进作用在教育程度更高的流动人口群体中

更强。
作为被大量既有实证研究证明的变量,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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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是影响人们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42, 46 - 47]。
关于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的感知与反应,经济收

入也具有调节作用。 汪润泉(2016) [43] 的研究发

现,月工资收入高于样本平均值的农民工愿意在

城市定居的比例高于均值以下收入水平的农民

工。 从而,农民工能够获得越多的比较收入,越愿

意选择永久性迁移[48]。 另外,使用智能终端上网

的人群是移动政务服务的目标群体,收入水平越

高的群体越有能力去购买智能手机[35],他们就越

有可能感受到政府提供的优质公共服务。 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 城市移动政务发展水平对定居意愿

的促进作用在经济收入更高的流动人口群体中

更强。
既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拥有住房可以调节

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 好的城市住房供

应政策有利于吸引农民工选择定居[22]。 参与正式

住房安排(租住、购买商品房)比住在单位宿舍等

非正式住房,其在城市的定居意愿显著提高[49]。
自己买房的农民工,其定居城市的意愿最强[42]。
的确,拥有住房的群体可能本来就需要通过智能

终端媒介来享受城市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这类

群体中的大多数已经拥有了智能手机,并且具有

了一定的使用技能和习惯。 另外,从相反的视角

来讲,居住条件的相对滞后与犯罪的增加相关[25],
城市犯罪率提升显然不利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提

高。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5: 城市移动政务发展水平对定居意愿

的促进作用在拥有住房的流动人口群体中更强。
既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是否跨省流动对公

共服务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也具有调节作用。
Zhu(2007) [22] 对福建省五市的调查研究发现,由
于人口就业产业结构的差异,省内流动人口比省

外流动人口有更强的定居意愿和能力。 一般情况

下,省内各地的语言相近,对流入地语言的掌握能

力会影响其经济收入以及社会融入水平[50],从而

影响定居决策。 再者,跨省流动农民工的社会网

络中流入地原住民比例少,他们与本地人的互动

机会相对少,也阻碍他们的定居决策[41]。 但是同

省的移动政务水平差异相对小,跨省移动政务水

平差异大,跨省流动群体对移动政务服务感知差

异的敏感性更大。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6:尽管相对于省内流动群体,跨省流动

群体定居意愿较弱,但是跨省流动群体对移动政

务服务感知更加敏感。
二、数据与方法

(一)分析单元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

愿,因此本文的分析单元为流动人口个体。 关于

流动人口的微观数据,主要使用国家卫计委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该调查按照随机

原则在全国 31 个省(不含港澳台)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本点,
开展抽样调查,使调查结果对全国和各省具有代

表性。 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
本区(县、市)户口的 15 周岁及以上流入人口,包括

家庭成员与收支情况、就业情况、流动及居留意愿、
健康与公共服务等信息。 最终样本量共有 127
987 人。

本文控制变量也来自于国家卫计委 2017 年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根据既有文献和理

论,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收入、教育年限、是否城

市户口、是否已婚、性别、年龄、是否购买住房、子
女数、子女是否随迁、是否跨省流动、是否跨市流

动等。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城市移动政务发展水平。

本文选取各地级市的移动政务开通项数作为衡量

城市移动政务发展水平的指标,数据来自支付宝

“城市服务”提供的实时业务数据,包括 2016 年

“互联网 + 城市服务”在 350 多个城市的开通项

数,即哪些业务可以通过支付宝办理。 其中移动

政务水平最低的为新疆吐鲁番市,开通项数为 21
项,移动政务水平最高城市为深圳市,开通项数为

83 项。
(二)变量测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
该变量测量借鉴了陈济冬等(2020) [4]的方法。 其

测量根据 2017 年中国劳动力流动动态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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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为“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您预计自己将在本

地留多久? 1 ~ 2 年、3 ~ 5 年、6 ~ 10 年、10 年以上、
定居、没想好”。 定居意愿指数按照定居意愿强度

划分为“0,1”虚拟变量,其中回答“没想好” “1 ~ 2
年”以及“3 ~ 5 年”赋值为 0,“6 ~ 10 年”“10 年以

上”以及“定居”赋值为 1。 赋值后,“0”“1”样本分

别占比 47. 7%和 52. 3% ,说明以此标准划分数据

的结果较为平衡。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城市的移动政务发

展水平,其测量根据“互联网 + 城市服务”在 350
多个城市的开通项数。 考虑到因变量变化范围为

0 ~ 1,为保证数量级一致,回归过程中,将开通项

数除以 100 作为最终城市的移动政务发展水平指

标。 由于因变量与控制变量均来自 2017 年中国劳

动力流动动态监测数据,样本为个人,故本文按照

被调查者所在的城市将城市移动政务发展水平这

一指标赋值到每一个样本个体上。 具体变量名

称、定义与测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与测量

变量名 定义 测量 来源

stay 定居意愿

“没想好”“1 ~ 2 年”以
及“3 ~ 5 年”赋值为 0;
“6 ~ 10 年” “10 年以
上” 以及 “定居” 赋值
为 1,二分类变量

2017 年中国劳动
力流动动态监测
数据

smart 移动政务
发展水平

支付宝“互联网 + 城市
服务”在城市开通项数
除以 100 得到的数值,
连续变量

支付宝 2016 年
“互联网 + 城市
服务”数据

income 收入
家庭平均每月总收入
数额(万元),连续变量

2017 年中国劳动
力流动动态监测
数据

urban_
register 城市户口

拥有城市户口为 1,否
则为 0,二分类变量

同上

married 已婚
已婚为 1 ,未婚为 0,二
分类变量

同上

gender 性别
男性为 1,女性为 0,二
分类变量

同上

age 年龄
年龄的具体数值,离散
变量

同上

edu 教育年限
接受教育的年数,离散
变量

同上

house 流入地
拥有住房

拥有为 1,不拥有为 0,
二分类变量

同上

child 子女数
拥有子女的数量,离散
变量

同上

childfollow 子女随迁
子女随迁为 1,子女不
随迁为 0,二分类变量

同上

transpro 跨省流动
跨省流动为 1,省内流
动为 0,二分类变量

同上

transcit 跨市流动
跨市流动为 1,市内流
动为 0,二分类变量

同上

三、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如表 2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所示,本文的样本

中,有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有定居流入城市的意

愿。 样本中有约有 51%的流动人口为男性。 样本

平均年龄约为 40 岁,平均教育年限约为 10 年,
18%的流动人口具有非农户口,80% 以上的人群

已婚。 约 30% 的人在当地拥有相对固定的住房

(包括政策性保障房、商品房以及自建房)。 样本

中平均的家庭子女个数为 1 个,这说明近些年来流

动人口群体多生孩子的意愿不强。 约一半以上的

个体有子女随迁住在打工城市,这说明留守儿童

问题依然是我国当前比较严峻的社会问题。 约

48%的流动人口属于跨省流动,说明流动人口流

动地的选择受到跨省城市群、都市圈的影响。 另

外,约 33%的流动人口属于跨市流动。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tay 127987 0. 52 0. 5 0 1
smart 127987 0. 416 0. 158 0. 21 0. 83
income 127987 8. 728 0. 607 3. 401 12. 206

urban_register 127987 0. 182 0. 386 0 1
married 127987 0. 827 0. 379 0 1
gender 127987 0. 514 0. 5 0 1
age 127987 40. 448 10. 824 19 100
edu 127987 9. 587 4. 701 0 19
house 127987 0. 305 0. 46 0 1
child 127987 1. 053 0. 832 0 6

childfollow 127987 0. 557 0. 36 0 1
transpro 127987 0. 481 0. 5 0 1
transcit 127987 0. 337 0. 473 0 1

(二)模型的回归结果

本文用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在回归

分析中控制了户籍所在省和打工地省份的虚拟变

量,以排除城市移动政务发展水平对定居意愿影

响受到地域因素驱动的可能。 表 3 显示了基准回

归以及在这基础上加入了城市移动政务提供水平

与其他控制变量交互的结果。 为了准确地做出个

体特征异质性的检验,本文对收入、年龄、教育年

限、拥有住房、跨省流动等变量与城市移动政务发

展水平变量的交互项分别做了去中心化处理,以
避免结果无法解释以及多重共线性问题[51]。

首先,基准回归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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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移动政务发展水平(smart)显著正向影响个体

的定居意愿,这支持了本文研究假设 1。 其次,在
调节效应方面,如表 3 与图 1 所示,年龄、教育程

度、经济收入、拥有住房均显著正向调节了城市移

动政务发展水平对个体定居意愿的促进作用,结
果分别支持本文研究假设 2、假设 3、假设 4、假设

5。 另外,表 3 中模型 6 显示,跨省流动对定居意愿

的影响为显著负影响。 图 1 显示,跨省流动与移动

政务交互项加入模型分析后,城市移动政务发展

水平缓解了跨省流动群体定居意愿负倾向,这支

持了本文研究假设 6。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加

入交互项后,除模型 6 外,城市移动政务发展水平

这一变量均强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主效

应的稳健性。
表 3　 移动政务对定居意愿的 Probit 回归分析

变量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Model6

smart 0. 316∗∗∗
(12. 17)

0. 198∗∗∗
(7. 21)

0. 320∗∗∗
(12. 30)

0. 284∗∗∗
(10. 76)

0. 177∗∗∗
(6. 25)

0. 025
(0. 51)

smart × income 0. 661∗∗∗
(16. 35)

smart × age 0. 013∗∗∗
(5. 89)

smart × edu 0. 067∗∗∗
(12. 70)

smart × house 0. 801∗∗∗
(12. 79)

smart × tranp 0. 395∗∗∗
(6. 99)

income 0. 148∗∗∗
(20. 65)

0. 145∗∗∗
(20. 04)

0. 146∗∗∗
(20. 40)

0. 144∗∗∗
(20. 07)

0. 138∗∗∗
(19. 21)

0. 149∗∗∗
(20. 83)

urban_register 0. 246∗∗∗
(22. 82)

0. 235∗∗∗
(21. 71)

0. 245∗∗∗
(22. 80)

0. 239∗∗∗
(22. 15)

0. 241∗∗∗
(22. 25)

0. 241∗∗∗
(22. 35)

married 0. 227∗∗∗
(18. 49)

0. 227∗∗∗
(18. 44)

0. 227∗∗∗
(18. 44)

0. 230∗∗∗
(18. 70)

0. 230∗∗∗
(18. 67)

0. 227∗∗∗
(18. 49)

gender -0. 043∗∗∗
( - 5. 76)

- 0. 041∗∗∗
( - 5. 48)

- 0. 043∗∗∗
( - 5. 75)

- 0. 044∗∗∗
( - 5. 79)

- 0. 041∗∗∗
( - 5. 35)

- 0. 043∗∗∗
( - 5. 74)

age 0. 007∗∗∗
(18. 58)

0. 007∗∗∗
(17. 78)

0. 008∗∗∗
(18. 73)

0. 008∗∗∗
(18. 75)

0. 007∗∗∗
(17. 89)

0. 007∗∗∗
(18. 53)

edu 0. 025∗∗∗
(26. 03)

0. 025∗∗∗
(25. 89)

0. 025∗∗∗
(26. 04)

0. 026∗∗∗
(27. 02)

0. 024∗∗∗
(25. 53)

0. 025∗∗∗
(26. 18)

house 0. 981∗∗∗
(110. 87)

0. 973∗∗∗
(109. 61)

0. 980∗∗∗
(110. 78)

0. 976∗∗∗
(110. 22)

0. 674∗∗∗
(26. 41)

0. 980∗∗∗
(110. 78)

child 0. 015∗∗∗
(2. 95)

0. 017∗∗∗
(3. 32)

0. 014∗∗∗
(2. 78)

0. 017∗∗∗
(3. 32)

0. 016∗∗∗
(3. 00)

0. 016∗∗∗
(3. 04)

childfollow - 0. 001
( - 0. 16)

- 0. 005
( - 0. 46)

0. 001
(0. 05)

- 0. 007
( - 0. 69)

- 0. 0011
( - 0. 01)

- 0. 001
( - 0. 10)

transpro -0. 266∗∗∗
( - 23. 84)

- 0. 256∗∗∗
( - 23. 05)

- 0. 265∗∗∗
( - 23. 79)

- 0. 266∗∗∗
( - 23. 90)

- 0. 267∗∗∗
( - 24. 06)

- 0. 411∗∗∗
( - 17. 35)

transcit - 0. 003
( - 0. 32)

0. 006
(0. 54)

- 0. 002
( - 0. 27)

- 0. 002
( - 0. 24)

- 0. 006
( - 0. 55)

0. 011
(1. 03)

_cons -2. 303∗∗∗
( - 37. 63)

- 2. 243∗∗∗
( - 36. 09)

- 2. 293∗∗∗
( - 37. 39)

- 2. 276∗∗∗
( - 37. 13)

- 2. 148∗∗∗
( - 34. 36)

- 2. 220∗∗∗
( - 35. 55)

N 127987 127987 127987 127987 127987 127987
pseudoR2 0. 135 0. 137 0. 136 0. 136 0. 136 0. 136

注: ∗表示 p < 0. 10, ∗∗表示 p < 0. 05, ∗∗∗p 表示 < 0. 01。

(三)稳健性检验与结果

本文首先采用变量替换并滞后一期解释变量

来做稳健性分析,这在有利于排除反向因果的影

响机制。 我们用腾讯公司《中国“互联网 + ”城市

2016》的指数报告,它包括基础、产业、创新创业和

智慧城市 4 个分指数,其中“互联网 + 智慧城市”

图 1　 Probit 模型调节效应

分指数就是对微信城市服务的综合评估,该分指数

列出了前 100 强的城市,我们对此指标用 smart 100
来表示,如表 4。 我们用微信公司的此项数据替代

阿里巴巴公司支付宝的“互联网 + 城市服务”的数

据,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又因为此数据记录的是

2015 的数据,与定居意愿数据(因变量)匹配后,达
到了滞后一期的效果。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的结果显示,即使替换了数据并滞后

一期,主要结果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基准回归结

果依然显示,城市移动政务发展水平(smart 100)显
著正向影响个体的定居意愿。 就调节效应来讲,城
市移动政务发展水平对定居意愿的促进作用在收入

水平较高、年龄较大、教育程度较高、打工城市拥有

住房和跨省流动人群中更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
收入水平、年龄、跨省流动三个变量与移动政务进

行交互效应以后,影响了主变量(smart 100)对定

居意愿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主效应被交互效应

吸收了,也可能因为腾讯公司提供的移动政务数

据是全国智慧城市排名前 100 名的城市,对全样本

的代表性有欠缺,但并不影响整体的稳健性检验。
当然,随着未来微信数据对全部城市样本的公开,
将做出更精准的稳健性检验。 另外,格拉维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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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52]指出,交互项若显著会扭曲主效应,这
并不表明会影响模型的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 1 的 Probit 回归结果
变量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Model6

smart 100 0. 055∗∗∗
(5. 20)

- 1. 386∗∗∗
( - 7. 97)

- 0. 188∗∗∗
( - 4. 34)

0. 008
(0. 29)

0. 032∗∗∗
(2. 86)

- 0. 041∗∗
( - 2. 43)

smart 100 ×
income

0. 162∗∗∗
(3. 80)

smart 100 × age 0. 006∗∗∗
(5. 68)

smart 100 × edu 0. 004∗
(1. 85)

smart 100 ×
house

0. 155∗∗∗
(4. 97)

smart 100 ×
tranp

0. 162∗∗∗
(7. 55)

income 0. 193∗∗∗
(21. 63)

0. 066∗∗∗
(3. 89)

0. 191∗∗∗
(21. 45)

0. 192∗∗∗
(21. 47)

0. 189∗∗∗
(21. 13)

0. 192∗∗∗
(21. 52)

urban_register 0. 264∗∗∗
(20. 01)

0. 258∗∗∗
(19. 51)

0. 264∗∗∗
(19. 99)

0. 263∗∗∗
(19. 91)

0. 262∗∗∗
(19. 82)

0. 262∗∗∗
(19. 82)

married 0. 275∗∗∗
(18. 20)

0. 277∗∗∗
(18. 32)

0. 275∗∗∗
(18. 23)

0. 275∗∗∗
(18. 22)

0. 277∗∗∗
(18. 36)

0. 272∗∗∗
(18. 03)

gender -0. 037∗∗∗
( - 4. 02)

- 0. 036∗∗∗
( - 3. 94)

- 0. 037∗∗∗
( - 4. 04)

- 0. 037∗∗∗
( - 4. 02)

- 0. 036∗∗∗
( - 3. 89)

- 0. 036∗∗∗
( - 3. 96)

age 0. 009∗∗∗
(17. 79)

0. 009∗∗∗
(17. 49)

0. 005∗∗∗
(5. 22)

0. 009∗∗∗
(17. 83)

0. 009∗∗∗
(17. 47)

0. 009∗∗∗
(17. 75)

edu 0. 033∗∗∗
(27. 33)

0. 033∗∗∗
(27. 07)

0. 033∗∗∗
(27. 25)

0. 031∗∗∗
(14. 43)

0. 033∗∗∗
(27. 27)

0. 033∗∗∗
(27. 02)

house 1. 024∗∗∗
(87. 92)

1. 023∗∗∗
(87. 74)

1. 023∗∗∗
(87. 81)

1. 024∗∗∗
(87. 92)

0. 919∗∗∗
(38. 62)

1. 024∗∗∗
(87. 91)

child 0. 011∗
(1. 67)

0. 012∗
(1. 82)

0. 010
(1. 53)

0. 011∗
(1. 70)

0. 010
(1. 62)

0. 012∗
(1. 91)

childfollow - 0. 012
( - 0. 87)

- 0. 014
( - 1. 02)

- 0. 009
( - 0. 65)

- 0. 013
( - 0. 93)

- 0. 011
( - 0. 75)

- 0. 012
( - 0. 87)

transpro -0. 194∗∗∗
( - 11. 37)

- 0. 189∗∗∗
( - 11. 11)

- 0. 195∗∗∗
( - 11. 42)

- 0. 194∗∗∗
( - 11. 39)

- 0. 199∗∗∗
( - 11. 68)

- 0. 291∗∗∗
( - 13. 59)

transcit 0. 022
(1. 27)

0. 028
(1. 63)

0. 021
(1. 22)

0. 022
(1. 29)

0. 017
(1. 03)

0. 044∗∗
(2. 53)

_cons -2. 842∗∗∗
( - 36. 12)

- 1. 731∗∗∗
( - 11. 41)

- 2. 648∗∗∗
( - 31. 24)

- 2. 803∗∗∗
( - 34. 18)

- 2. 786∗∗∗
( - 35. 01)

- 2. 785∗∗∗
( - 35. 21)

N 86817 86817 86817 86817 86817 86817
pseudoR2 0. 150 0. 151 0. 151 0. 150 0. 151 0. 151

注: ∗表示 p < 0. 10, ∗∗表示 p < 0. 05, ∗∗∗表示 p < 0. 01。

除了上述用替换变量并滞后一期做稳健性检

验外,本文还将定居意愿变量中的“没想好”样本

剔除并将变量设置为有序分类变量,具体设置为:
“1 ~ 2 年” = 1;“3 ~ 5 年” = 2;“6 ~ 10”年 = 3;“10
年以上” =4;“定居” =5,以此作为第二种稳健性检

验方法,以便做到验证多样化,从而进一步检验结果

稳健性。 如表5 所示,基于 ologit 模型得到的回归结

果验证了前文基础模型(Probit 模型)的稳健性。
四、结果与讨论

本文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角度尝试分析人

工智能时代地方政府通过公共服务智能化创新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本文匹配了地方“互联网 +
政务服务”数据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数据,分析了

地方政府移动政务发展水平对促进流动人口在打

工城市定居意愿提升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研究发

现,地方政府移动政务发展水平越高,当地流动人

口的定居意愿就越强。 异质性分析发现,年龄越

表 5　 稳健性检验 2 的 ologit 回归结果
变量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Model6

smart 0. 424∗∗∗
(0. 042)

0. 195∗∗∗
(0. 045)

0. 437∗∗∗
(0. 043)

0. 369∗∗∗
(0. 043)

0. 585∗∗∗
(0. 047)

0. 233∗∗∗
(0. 051)

smart × income 1. 203∗∗∗
(0. 067)

smart × age 0. 023∗∗∗
(0. 004)

smart × edu 0. 098∗∗∗
(0. 088)

smart × house 1. 033∗∗∗
(0. 109)

smart × tranp 0. 678∗∗∗
(0. 097)

income 0. 163∗∗∗
(0. 012)

0. 148∗∗∗
(0. 012)

0. 161∗∗∗
(0. 012)

0. 155∗∗∗
(0. 012)

0. 151∗∗∗
(0. 012)

0. 165∗∗∗
(0. 012)

urban_register 0. 484∗∗∗
(0. 019)

0. 463∗∗∗
(0. 019)

0. 484∗∗∗
(0. 019)

0. 471∗∗∗
(0. 019)

0. 478∗∗∗
(0. 019)

0. 476∗∗∗
(0. 019)

married 0。 392∗∗∗
(0. 022)

0. 391∗∗∗
(0. 022)

0. 391∗∗∗
(0. 022)

0. 396∗∗∗
(0. 022)

0. 395∗∗∗
(0. 022)

0. 393∗∗∗
(0. 022)

gender -0. 216∗∗∗
(0. 013)

- 0. 212∗∗∗
(0. 013)

- 0. 217∗∗∗
(0. 013)

- 0. 216∗∗∗
(0. 013)

- 0. 213∗∗∗
(0. 013)

-0. 2157∗∗∗
(0. 013)

age 0. 014∗∗∗
(0. 001)

0. 013∗∗∗
(0. 001)

0. 014∗∗∗
(0. 001)

0. 014∗∗∗
(0. 001)

0. 013∗∗∗
(0. 001)

0. 014∗∗∗
(0. 001)

edu 0. 041∗∗∗
(0. 001)

0. 041∗∗∗
(0. 001)

0. 041∗∗∗
(0. 001)

0. 042∗∗∗
(0. 001)

0. 040∗∗∗
(0. 001)

0. 041∗∗∗
(0. 001)

house 1. 988∗∗
(0. 015)

1. 976∗∗∗
(0. 016)

1. 988∗∗∗
(0. 015)

1. 982∗∗∗
(0. 015)

2. 016∗∗∗
(0. 016)

1. 987∗∗∗
(0. 015)

child -0. 023∗∗∗
(0. 008)

- 0. 020∗∗∗
(0. 009)

- 0. 025∗∗∗
(0. 009)

- 0. 021∗∗∗
(0. 008)

- 0. 023∗∗∗
(0. 008)

- 0. 022∗∗∗
(0. 008)

childfollow 0. 116∗∗∗
(0. 018)

0. 109∗∗∗
(0. 018)

0. 121∗∗∗
(0. 019)

0. 108∗∗∗
(0. 189)

0. 118∗∗∗
(0. 018)

0. 117∗∗∗
(0. 018)

transpro -0. 594∗∗∗
(0. 019)

- 0. 574∗∗∗
(0. 019)

- 0. 593∗∗∗
(0. 019)

- 0. 594∗∗∗
(0. 019)

- 0. 596∗∗∗
(0. 019)

- 0. 560∗∗∗
(0. 021)

transcit - 0. 026
(0. 021)

- 0. 007
(0. 020)

- 0. 025
(0. 020)

- 0. 023
(0. 020)

- 0. 028
(0. 020)

0. 001
(0. 021)

Log - likelihood -117447. 22 -117269. 69 -117428. 3 -117382. 81 -117401. 95 -117422. 96

N 96041 96041 96041 96041 96041 96041
pseudoR2 0. 111 0. 113 0. 111 0. 112 0. 112 0. 112

注: ∗∗表示 p < 0. 05, ∗∗∗表示 p < 0. 01。

大、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收入越高、打工地有住房、
跨省流动人口群体更容易感受到地方政府智能化

公共服务的便民性,从而使得在这类人群中移动

政务发展水平对定居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 这也

说明,在新时代背景下,公共服务可能会大幅度助

推经济的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的这类更易感知或

者更易获得移动政务便利性的流动群体是未来定

居流入地的潜在群体,因此思考如何通过智能技

术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结构、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使他们真正市民化,是地方政府进一步推进高质

量治理需要重点参考的经验路径。 地方政府有必

要针对流动人口的群体异质性来提供“相对个性

化”“有针对性”的智能化公共服务,从而有效地引

导人口流动。 如针对年龄稍大且正值生育黄金期

的群体,出台“生育三胎”智能便民化政策;针对教

育程度偏高、经济收入偏高的群体,出台更多免费

的在线学习图书馆 APP 或小程序、出台更多的社

区智能物业服务、丰富社区环境的植物多样性等,
以此来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来留住他们在当地

生活工作的心;或者出台更多的省际一网通智能

便民政务系统,缩小跨省超大城市群或都市圈内

55

科技与社会　 智能技术是否助力“抢人大战”?



各省之间的行政服务壁垒,来便利跨省流动人口

在流入地的生活工作,以便吸引他们在流入地定

居。 另外,中国政府网站上宣传的北京“一门、一
窗、一网、一号、一端”一体化服务,上海“一网、一
云、一窗、三库、N 平台、多渠道”的服务支撑体系,
浙江的 “浙里办”APP 等,这些有利于破除区域行

政服务壁垒的智能政务服务有必要在全国范围推

广,以便更好地服务省内流动群体。
本文通过变量替换并滞后解释变量、剔除模

糊变量并变更变量测量方式这两种稳健性检验,
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反向因果的影响机

制,还可以通过验证方式的多样化提升结果的稳

健性。 然而,我们还应承认本文的研究不足:一方

面,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尽管做了稳健性检验,
但是,并没有在严格的统计意义上验证变量之间的

因果关系;另一方面,本文使用的是二手数据,有待

于通过实验数据、深度访谈和案例研究,来揭示移动

政务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作用机制。
进一步讨论,从因果机制上来讲,因为移动政

务具有便捷性、高效性、及时性、互动性等优势,一
方面有利于节省流动人口办事的时间成本与经济

成本,另一方面有利于避免或降低流动人口在与

公共服务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时的心理进入壁垒。
这使得流动人口容易感受到政府对他们的关心程

度,从而形成自身的定居意愿。 未来的研究可以通

过 2020 年获批的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建设

场景的长周期的案例研究来挖掘因果机制。
本文首次从地方政府移动政务发展水平的角

度来研究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如何受到智能型公共

服务的影响,从而推进对人口迁移过程中地方政

府公共服务创新过程的理解。 本文的结论对于在

颠覆性技术广泛应用以及流动人口市民化背景下

的城市高质量发展与治理具有政策启示作用。 进

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这对

城市高质量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们的价值

判断与行为选择,尤其是定居选择,越来越受到当

地政府的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影响。 总之,我们

的研究表明,通过引入智能技术来提升公共服务

质量是当前与未来地方政府吸引外来人口定居、
促进“以人为本”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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